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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素养是智能时代人才必备的基本素养，其发展有赖于科学有效的信息实践。但在工具理性影响下，信息实践长期处于身心二分的离身状态，造成信息素养培养停留在掌握信息技术工具使用技能的外延式发展层面，如此培育出的“单向度”人才难以持续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具身型信息实践促进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提升个体应对技术异化的能力，进而实现学生的自主、全面和个性化发展，已成为历史必然和时代要求。具身认知科学建立起身心合一的整体论，为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具身认知视角来看，身体是信息实践的主体，通过“感知—行动”循环的动态耦合机制支持学生与信息技术及外部环境的交互，从而促进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因此，应当建立人与技术间的具身关系，并赋予学生在信息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信息实践的具身转向，进而实现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同时，还应当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构建具身型学习环境，加深学生对信息技术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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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智能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和就业环境发生巨大改变，各行业工作岗位的内容大幅革新（赵智兴等，2019）。全球知名咨询机构Gartner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到2022年，五分之一从事非常规工作的劳动者将依靠人工智能来完成工作（Gartner，2017）。未来，人与机器协同工作将成为常态，以计算思维、编程能力、人机协作技能等为代表的信息素养将成为智能时代人才必备的基本素养。与此同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为保障“停课不停学”纷纷开展大规模长周期在线教学，信息素养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发展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信息素养面临一场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引入新的教育实践模式，推动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成为学校教育亟需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信息实践与人的数字化发展：信息素养发展的时代场景
信息技术普遍而深入的应用让人类社会生活在传统“物质能量实践”的基础上日益走向“信息实践”。信息实践以主体耗费脑力、输出信息为主要特征，以支撑人在数字化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为基本方向，深刻改变了社会生活中的主客体关系。它不仅让主体在实践中的能动作用愈发彰显，而且还使实践日益走向非主客体二分性。在此过程中人与技术间具身关系的建立，进一步使许多传统僵硬的二元对立得到解构，认识与实践的界限日趋模糊，身体与精神的发展逐渐统一，人开始在具身型信息实践中完成自我的数字化建构。
1.信息实践：信息时代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
随着计算机、自动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实践的内容和形式正在发生巨大变革。最典型的转变即是越来越多的物质生产活动被自动控制系统及机器人代替，而信息活动则日益成为人的主要活动形式和工作内容。与物质能量实践相比，人们对信息实践的认识相对较晚。在人类步入信息时代以前，物质能量实践在社会活动中居主导地位，信息实践或被忽视，或被当作物质能量实践的特例。直到电子媒介出现，“信息时代先知”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的“媒介即人体的延伸”观点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离不开以信息利用、加工、转化、传递和创生等为表征的信息实践（McLuhan，1994）。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让信息实践逐渐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主导，并对人的存在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信息时代，人不仅存在于现实的物质世界中，也存在于互联网、计算机所构筑的虚拟世界中，因此，人的身份显得更加复杂而多面，人的发展也变得更加立体和多维。
根据信息媒介的不同，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将人的信息实践分为三个阶段，即基于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信息实践、基于印刷的书写媒介的信息实践和基于电子媒介的信息实践（马克·波斯特，2014）。基于电子媒介的信息实践拓宽了人的实践领域，造就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人提供了更充足的物质产品、更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及更多的闲暇时间、更高的生活质量，在学习、工作和交往方式等方面为人提供了更多的个性化选择，从而对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肖峰，2016）。人创造自身本质、展示自身自由的舞台也随之得到了极大扩展。人除了能在物质世界的舞台上塑造和扮演自己外，还可以在信息世界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甚至创造新的自己。而信息世界的舞台能够将人可塑造的人物形象、可扮演的角色种类等无限扩展，且几乎不受物质世界客观实在性的限制。
马克思曾经指出，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马克思，2014）。信息技术也是如此。它构造的信息世界不仅是人们更加自由而全面地展现自身本质力量的现实物质基础，还是人们展示自己自由创造自身本质最真实、最普遍的空间、手段和工具。信息技术成本低廉、操作简单、传播迅速的特点，为人创造自身本质突破了财产、身份、时空等方面的限制。在支撑人的生存和促进人的发展上，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比理化技术还要强大、重要和普遍。而人在摆脱沉重的体力劳动后，能否进一步从计算、记忆等枯燥重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也取决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在后工业化时代，未来人的解放程度，主要是由信息技术决定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不断增长，使人的认识与实践能力不断增强，同时也使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度不断提高。从这一视角来看，信息技术是改变人生存状态的关键技术，而基于信息技术的信息实践，则是人继其生物进化后实现智力进化的重要方式。
2.人的数字化发展：信息实践中人的信息化在场
信息实践除了受信息技术水平影响外，还受到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认知科学作为一门研究信息如何在大脑中形成、加工、转录并表现为语言、推理、情感等的学科，为信息实践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信息实践在理论视角上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为经典认知科学视域下以身心二分、主客二分为特征的离身型信息实践和具身认知科学视域下以身心一体、主客一体为特征的具身型信息实践。其中，离身型信息实践强调大脑中的符号表征和计算，通常被诠释为以信息加工为主要内容的认知活动；而具身型信息实践则强调情境中基于技术中介的人与生活世界的互动，其以人身体与精神的协同参与为核心，以人与技术间具身关系的构建为支撑，重视实践者的在场体验。
数字化生存时代，人身处信息世界的时间日益多于面对现实世界的时间。从现象学的视角看，人的在场方式也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过去，人的在场主要体现为“亲临现场”，即人物理性或实体性地出现在某一场合，其具有唯一性、暂时性和有限性等特征。而在信息世界中，人的在场方式则被拓展到了信息化在场，即人以符号、影像等信息方式展现出来，这使得符号指称的对象或影像依托的实体即使不在场，也能令观察者对之产生一种在场感（肖峰，2005）。信息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普及，让人的信息化在场日渐普遍，在场形态也越来越多样。借助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人可以更直观、更鲜活、更即时地展现自己的在场状态，相应的在场方式也不断发展。当人的信息化在场向更高阶段跃迁后，其与人的物理性、实体性在场的真实差距会越来越小（肖峰，2017）。
信息化在场极大地拓展了人的交往范围，人的社会性、主体性也得以更充分地展现。例如，在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的支持下，人可以在多个终端同时在场。这也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言，在电子媒介阶段，人的在场变得“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身体已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的位置”（马克·波斯特，2014）。尤其是当人与技术之间建立起“具身关系”（唐·伊德，2012）后，技术仿如身体的一部分，让人的身体得到延伸，从而使人的在场疆域得以无限拓展，在场效应得到极大提升。换言之，信息化在场扩大了在场者实践活动的效能，不仅让信息实践的结果得到可观“增值”，更让信息实践的过程得到实时呈现。因此，无论是在成本和收益上，还是在体验与服务上，信息化在场都让人的实践活动效率获得了显著改善。实践者无需亲临每一个物理现场去获取所需信息，仅通过信息化在场的方式就能完成信息的获取、分析和创造等活动。
在场方式的变化也引发了人发展方式的转型。在数字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数字技术将自己转换成其他超越自我的形态（如电子人、赛博人等），并通过具身型信息实践不断实现自身的数字化发展，这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当技术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并参与到人的信息实践中时，其在实践活动中的客体性会被主体性消减，人的发展也将被深深地打上数字化的烙印。一般而言，人的数字化发展需要经历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即从借助数字技术的体外延伸（如计算机），到植入数字技术的体内提升（如人体芯片），再到意识信息的外在数字化后的离体性增强发展（将人脑信息转移至体外经由机器增强处理后再输回人脑）等（肖峰，2018）。该数字化发展过程总体上可被概括为：从物理信息的数字化到精神信息的数字化，从有形信息的数字化到无形信息的数字化，从智力的数字化到精神的数字化（肖峰，2011）。这昭示的或许正是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曾经预言的“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尼古拉·尼葛洛庞蒂，1997）的必然趋势。
二、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历史必然与时代要求
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是实现人的数字化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尤其是在智能时代，信息技术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并愈发展现出侵蚀人主体性的风险，信息素养已成为人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能否保持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关键因素。随着信息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广泛而深入的应用，人的数字化发展势必会更加依赖信息技术，而如何在日新月异的技术环境中发展自我又不失去自我个性，与时俱进地更新和完善自身的信息素养便成为关键。此外，信息素养也是决定信息实践中在场体验的重要因素，只有将信息素养与人的身心结构、周围环境等建立联系，人的数字化发展才会变得有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对信息素养的关注和培养基本停留在外延层面上，其强调对各种信息技术的使用，而忽略将其与人的个性发展和所处生活世界建立联系，由此走上了一种“离身”发展的道路。在教育信息化从应用驱动走向融合创新的2.0时代，这种发展方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需求。挖掘信息素养更为本质的思想内涵，揭示信息素养更加深层的人文意蕴，促进信息素养发展范式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是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应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和实现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1.历史必然：信息素养外延式发展的价值取向局限及其影响
受工具理性这一惯性思维模式的影响，当前信息素养的发展模式基本还停留在外延式发展阶段，其发展动力来自外部，在发展逻辑上体现为：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着各行业的基本样态，并对劳动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提出新要求，进而引发信息素养的构成要素随之改变，由此推动信息素养朝着更加符合从业需要的方向发展。这在学校教育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外延式、市场化的信息素养培育模式。其重在培养学生关于信息技术的通识素质和能力，而非开发和挖掘学生的个性潜能与创新精神；其最终虽能培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化人才，但无法造就数字化生存时代全面发展的人。综合来看，所谓信息素养的外延式发展，是指遵从社会形塑的外在价值、追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目的、由外部环境变化主导的一种信息素养发展模式。
外部因素驱动的信息素养外延式发展具有较强的功利倾向，其局限主要体现在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上。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未来社会是信息技术主导的社会，其发展势必需要大量具备优良信息素养的各类人才，因此提高公民信息素养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提高自身信息素养是个体实现顺利就业和获取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基本前提。可见，这种功利主义的信息素养外延式发展模式在价值追求上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应试教育不谋而合。其致使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停留在表面，即注重对相关知识技能的机械掌握，却忽略将其与自身生活实践和生命发展联系起来，因而难以支撑学生的长远发展；并且因为这种模式造就的是信息社会中“单向度的人”，所以最终也无法持续性地支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在工具理性主导的信息素养外延式发展教育实践中，人们普遍被“高就业”和“高收入”创造的虚假幸福所麻痹。然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一个充裕的物质世界，更需要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而这种外延式的信息素养发展模式并不利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构建。于是现实中我们便面临这样一个诡异的局面：信息的世界越来越丰富多彩，而精神的家园却越来越荒芜，信息爆炸和精神贫乏同时存在。工具理性及其意识形态在公民信息素养培育过程中的膨胀，导致当代人的精神家园不断被侵蚀，造成创新意识和批判思维的萎缩、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丧失，以及生命价值的失落和人生意义的虚无等现象。在这样的状况下，人被逐渐物化，并陷入一种被工具奴役的状态。
2.时代要求：教育信息化2.0时代呼唤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
教育信息化2.0时代，信息素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信息素养教育已成为提高全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的一项基本国策。《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22年要实现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推动教育信息化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信息素养的外延式发展道路显然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学生信息素养的发展，亟需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回归人的生命本质和发展本源。无论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还是培养促进各行业发展的专门人才，首先都要尊重人的成长规律，促进人的身心发展，只有人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社会服务（顾明远，2011）。促进信息素养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正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就教育实践而言，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需要超越一般社会生活意义上的通用信息素养，赋予师生信息素养发展新的内容和取向。具体来看，教师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要聚焦与教学业务密切相关的学科信息素养，以提升信息技术与教学法、学科内容的整合能力为旨归，实现教师专业能力的自主可持续发展；学生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则要超越对信息技术工具操作技能的掌握，聚焦于以学习为核心的信息素养发展，推动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和信息化学习能力的提升，促进学生自主、全面和个性化的发展。师生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都要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要在信息实践中真正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并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不断挖掘和发挥人的生命潜能和创造精神，以实现更大程度的身体解放和精神自由。从教育的视角看，师生信息素养的培育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要尊重人的个性发展要求，激发和增强人的主体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使其主动开拓自身信息素养的发展空间。
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也是智能时代人机共生的必然要求。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人”“克隆人”“电子人”“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使得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人的主体地位被不断冲击。智能时代，技术已不仅是人体功能的延伸，更成为了人体功能的“窃取者”，人类迫于人工智能的侵蚀而不得不出让自身机能以促进技术发展（蒋晓丽等，2018）。然而，我们必须警惕技术发展违背初衷而走向其对立面，从原本为了促进人的发展转向代替人的发展，甚至控制和妨害人的发展，教育工作者对此尤其负有责任。由此来看，促进信息素养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从而提升个体应对技术异化的能力，已成为人类能否在不断数字化的世界中把握自身命运的关键和必然选择。
然而，要实现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仅有理念和价值判断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基石才能确保相应的实践不走向歧途。就像学习科学奠定了教育实践合理性的基石一样，要实现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也需要从认知科学中寻找相应的理论基础。
三、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科学基石、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具身认知科学是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理论基石。基于具身认知科学，可以实现具身型信息实践，从而使得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成为可能。具身型信息实践需要从人与技术间具身关系的建立入手，搭建具身型学习环境，促进学生知识经验与信息实践的双向互动，进而形成身心协同发展的信息素养培养路径。
1.科学基石：具身认知科学促进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
要实现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突破以身心二分、主客二分为前提的机械论认识框架，转向以身心一体、主客一体为前提的有机论实践观是关键。信息素养外延式发展具有机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局限，其将信息素养的发展视为外在于学生的知识传递过程，实际秉持的是一种离身的预成式教学实践观。之所以说其是离身的，一方面是因为信息素养的发展目标并非基于人的内在发展需求设定，另一方面是因为信息素养的培育过程没有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离身的预成式教学观看似高效，实则禁锢了学生个性潜能的发展，其背后隐藏着反自然、反人性的非人化倾向，而这种非人化倾向很大程度上源于教学所依赖的经典认知科学中根深蒂固的“机器”隐喻（郑旭东等，2016）。
近年来，认知科学开始呈现出鲜明的具身转向趋势，具身认知科学成为当代认知科学的前沿之一，这为摆脱“机器”隐喻提供了机遇。随着具身认知科学的兴起，一种“生命”隐喻的认知观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教育领域衍生出了一种生成式的教学实践观。站在具身认知科学的立场上来看，学习是具身的，是学生身体、精神和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具有涌现性质的生命现象（Horn et al.，2005）。因此，学生信息素养的培育不是一个规定性的预成过程，而是一个创造性的生成过程，且身体在学生信息素养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只是相关指令的执行者，更是知识经验的生成者。
具身认知科学突破了经典认知科学中身心二分的二元论，建立了身心合一的整体论，为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它在本体论意义上确立了人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将经验的主体由意识转向了身体，将经验的对象由抽象的客观实在转向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将经验的效用由单纯的知识获取转向了生命的完整构建。其次，它在认识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确立了系统生成论的基本方法论立场，主张教学不是一个机械的、可重复的线性执行过程，而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自组织的动态生成过程。第三，它在伦理学和价值论意义上开启了生命教育的信仰之旅，认为人的发展不仅要面向持续变化的外部世界，不断开启个体生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体验和感受空间；更要面向个体生命的内在需求，不断激发其自我认识、选择和决策等能力。
2.内在机理：具身型信息实践促进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过程
信息素养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实践，根据身体是否参与实践及其在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可将信息实践分为离身型信息实践和具身型信息实践。离身型信息实践以经典认知科学为理论基石，认为人的认知、思维和学习等心智活动不依赖于人的身体，后者仅接受和执行心智指令，在信息实践中扮演为心智活动提供物质能量和感觉刺激的载体角色。换言之，在离身型信息实践中，学生的心智能力（包括信息素养）与其身体构造之间是一种离散关系，这导致了信息素养的外延式发展，也即信息素养的“离身”式发展。
以具身认知科学为理论基石的具身型信息实践则认为身体是信息实践的主体，且经验源于身体，后者塑造了个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认知。我们之所以有意识、能思考，是因为拥有一个具备感知和运动能力的活生生的身体，能通过身体活动获得各种“活”的生活、学习与工作经验。信息素养的形成也离不开身体特别是其感觉运动系统的支持。在具身型信息实践中，身体不仅是心智指令的执行者，更是知觉和学习的指挥者，它通过“感知—行动”循环的动态耦合机制，不断与信息技术及外部环境发生交互，持续塑造和生成人的数字化生存与发展经验。正是这种嵌入人身体的技术经验，促进了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也即信息素养的“具身”式发展。
具身型信息实践中学生身体、心灵与环境三者间持续不断的耦合与交互作用，形成了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基本内部动力。也就是说，在具身型信息实践中，人的身体、心灵和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认知动力系统。该系统能够主动发现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平衡，并主动调整自身状态以达成新的平衡。在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过程中，个体需通过一系列的信息实践提升自身信息素养，主动适应和改造外部环境，进而实现更高层次的系统平衡。由此可见，学生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不是一个独立事件，而是涉及脑神经系统、人机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等的复杂系统性事件，具身型信息实践在维持系统平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3.实现路径：人与技术具身关系的构建助力信息实践具身转向
在信息技术全面融入人类社会生活各领域的21世纪，信息实践中人与世界的互动往往被各种技术工具所中介。这种中介关系被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形象地刻画为“人—技术—世界”三位一体的理论构型（唐·伊德，2012）。技术不仅参与知觉对象的塑造，更参与知觉主体的塑造，只是在信息实践过程中，我们常常将技术视为一种外在于身体的工具。这导致人与技术之间形成一种离身的关系，造成信息实践不再是人的实践，而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抽象运动；信息素养也不再是人的素养，而成为一种外在于人之精神和情感的冰冷知识技能。因此，让人与技术间的关系由离身转为具身，实现人与技术的合二为一，是促进信息实践具身转向的关键所在。
当人与技术作为一个整体与世界发生交互作用时，我们可以将这一关系刻画为“（人—技术）—世界”。如此，人的身体才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延伸，人的潜能才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人与技术间具身关系的构建，就是要赋予人在信息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使人能够自觉、主动并且创造性地参与信息实践，从而使得自身信息素养得到个性化提升。在“具身技术”（与人的身体建立起具身关系的技术）支持的信息实践中，人们以在场的方式去体验、理解和学习信息技术，并不断通过身体、精神和世界的交互作用，将自身的发展与其生活的真实世界建立联系。因此，人与技术间具身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助于促进信息实践的具身转向，更有助于实现知识与经验的融合，从而为数字化环境下人的学习与发展提供更广泛有效的支撑。
具身型信息实践的开展，离不开具身型学习环境的支持。近年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日趋成熟，为促进人与技术之间的具身交互、构建具身的学习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基于混合现实技术设计开发了SMALLab（Situated Multimedia Arts Learning Lab）具身型学习环境，其以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富媒体交流等形式实现了人与技术、人与环境之间的具身交互，让学习从“离身”走向了“具身”（Birchfield et al.，2006）。在促进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教学实践中，也应充分利用新兴技术的交互优势，通过构建能够赋予学生更多知觉体验的具身型学习环境，让其获得更佳的在场感，进而在与实践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加深对信息技术的认识和理解，实现信息素养的有意义建构和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在人工智能赋能一切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在社会经济各领域放大人才信息素养的重要性，并对人的创造力、沟通交流能力、协作探究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等提出更高要求，传统教育实践模式已难以适应智能时代的人才需求。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报告强调，人工智能进入教育领域之际，我们不但要积极地调整教与学的方式，而且要培养师生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能力与素养（Pedro et al.，2019）。信息实践作为信息素养发展的重要途径，亟需通过引入新的思想理念和构建新的教学环境，促进信息素养从外延式发展走向内涵式发展。具身认知科学的兴起为信息实践的具身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具身型信息实践中，以具身技术为支撑的人与世界的交互活动，能够有效增强学生对信息技术相关知识技能的理解与应用，促进学生信息化思维的形成，进而产生自我发展的内驱力。未来教育研究者应更加关注信息实践中促进学生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具身型因素，揭示具身型信息实践促进信息素养内涵式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设计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具身型教学干预措施，以更加高效地实现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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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nformation Practice Promotes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WANG Meigian, ZHENG Xudong, WU Di

Abstract: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the basic literacy for talents in the intelligent age, and its development
depends on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practice.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formation practice has been in a state of separation just like the dichotomy of body and mind for a long time. As a
result, the cultiv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remains at the denotat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mastering skills of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ols, which leads to the one-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t has become a

historical ne

ity and a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to promot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through embodied information practice, so as to enhanc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deal with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then achieve an autonomous, comprehensive and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 establishes a holistic theory of the unity of body and mind, which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the body is the subject
of information practice. It supports the interaction of students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dynamic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perception—action” cycle,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embod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 and then endow students with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information prac

e, 50 as to
promote the embodied turn of information practice and realiz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Meanwhile, it is also essential to build an embodied learning environment by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virtual
reality, so as to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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